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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 2019 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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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基于课题组 2019 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和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态度和环境知识水平均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

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但环境状况感知和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等外部因素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

存在差异。 公共监督参与行为受对周边污染企业感知的影响更大,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受感知到的当地环境问题影响严

重程度的影响更大; 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的评价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 但公众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

作力度评价与通过媒体和体制化渠道进行环保监督的行为呈负相关。 此外, 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 年龄与公私领域环

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 但性别、 受教育程度、 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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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环境形势也日

趋严峻。 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 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 还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 近年来, 我国公众环

境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构建

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 “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 2018 年 6 月 5 日,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进一步对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如何践行生态环保提出了具体要求。
但是, 目前我国公众环境行为表现还存在较大提升

空间。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年)》 [1] 显

示, 公众普遍认可个人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

义, 但多个领域存在 “高认知度、 低践行度” 现象, 仅

有 30. 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垃圾方面分类做得较好,
仅有 43. 8%的受访者 “总是” 或 “经常” 自带购物袋

替代塑料袋, 说明公众在部分领域的环境行为还需要有

针对性地加强。 在此背景下, 如何提升公众的环境行为

水平, 了解我国公众各类环境行为具体受哪些因素影

响, 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环境行为的定义可从广义和狭义方面看, 广义的环

境行为不仅包括狭义的环境友好行为, 也包括环境破坏

行为[2] 。 本文研究的环境行为仅包括狭义的环境友好行

为, 指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采取的、 有助于环境状

况改善与环境质量提升的行为” [3] 。 由于环境行为涉及

的范围较广,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 Stern[4]

把环境行为分为四类, 包括激进的环境行为, 如参与环

保组织和示威游行; 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 如为环境

问题而请愿和支持环保法规; 私人领域环保行为, 如垃

圾分类和节约用水等; 其他环保行为, 如技术人员研发

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 银行把环境标准作为发放贷款的

条件等, 这类环保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企业行为。 而国内

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大多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

共领域环境行为两个角度开展研究, 其中私人领域环境

行为主要指居民在不需要与他人互动的情景下所采取的

环保行为, 如垃圾分类、 二手回收等, 而公共领域环保

行为则是指需要与他人进行互动才能采取的环保行为,
如向他人宣传环保观念、 针对环境问题进行投诉等[5] 。

目前, 国内外公众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不断完善,
学界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解释众多, 主要包括个体心

理因素、 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和外部因素。
1. 1　 个体心理因素

随着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崛起, 早期环境行为研究借

鉴心理学的计划行为理论、 “规范-激活” 理论和 “价

值-信念-规范” 理论等, 构建了环境行为领域的 “态

度-行为” 研究框架, 认为在特定情境下, 个体环境行

为主要由行动意愿决定[6] 。 如 Stern 提出的 “价值-信

念-规范” 理论认为, 个人具有与环境状况关联的价值

观, 当个人意识到不采取某种行动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

响而危及自己的价值, 同时认为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去

减免环境威胁时, 则感觉到有义务采取对环境有利的行

动, 就可能采取环保行为。 因此个人环境行为的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价值观、 环境观、 对自身行为潜在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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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对自身行为能够减少环境危害的信心, 以及由

此产生的环境责任感。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很多

探索, 如 Chen 等[7] 验证了我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行

为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 孙岩验证了环境态

度、 环境敏感度、 环境责任感和环境价值观等因素对不

同类型环境行为的影响[8] 。
20 世纪 90 年代, Hungerford[9] 从环境教育学的角

度拓展了 “态度-行为” 框架, 提出 “知识-态度-行

为” 理论。 认为环境知识能够通过态度影响行为。 大部

分实证研究承认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重要作用。 彭远

春[10] 根据 CGSS2003 和 CGSS2010 调查数据对环境认知

水平和环境行为进行了探讨, 发现环保知识、 公众对环

境污染危害程度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

均对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 朱慧[11] 基于 CGSS2013 数

据发现环境知识水平和风险感知对青年环境友好行为有

积极的影响。 芈凌云等[12] 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知识

在行为引导上的功能差异, 发现某些类别的知识驱动的

低碳意愿更多地影响低碳购买行为, 而其他一些类别的

知识驱动的低碳能力则更多地转化为低碳习惯行为。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1: 环境态度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2: 环境态度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3: 环境知识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4: 环境知识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1. 2　 外部因素

国内外对外部因素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随着环境

行为研究的深入,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发现公众的环境态

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13] 。 如 Best 等[14]

研究发现, 对环境有较高关心程度的公众, 并没有主动

实施垃圾分类回收的行为。 类似地, 陈绍军等[15] 基于

对宁波市 2036 户社区居民的调查发现, 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主要取决于便利性、 认知和态度, 较高的分类意愿

并不会必然导致较多的分类行为。 因此, 环境污染状

况、 政府环境治理行为、 社会规范、 行为代价等[16] 对

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有影响的外界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
并被用于解释公众 “知行不一” 的现象[17] 。

在外部因素中, 环境质量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

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污染驱动假说” 认为,
如果周围污染问题变得严重, 公众会为维护自身环境权

益而改善环境行动。 既有研究对环境污染水平的测量分

为客观和主观两种角度。 客观上多采用空气质量、 污水

排放量等宏观地方环境质量数据, 如王玉君等[18] 发

现, 地方人均 GDP 和环境污染水平的交织作用会对公

众环保行为产生影响。 王晓楠等[19] 也基于 CSS2013 数

据发现, 在宏观层面, 地区经济发展对居民平均环境行

为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 各类污染指标在经济指标调节

下也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 而主观上多考察

公众对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的感知, 有学者[20] 提出, 采

用主观的环境状况测量方式有利于消除地区间因发展差

异导致的主客观评价不一致, 如石家庄的客观环境状况

相比厦门较差, 但是两地公众对当地环境状况的主观评

分并没有太大差距, 因此认为采取感知到的环境状况指

标更能反映环境质量对行为的影响。
同时, 我国政府长期在环境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

对生态环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 也对公众行为有着引导

和示范作用, 因此有国内学者将政府环境治理情况变量

纳入模型。 一般假设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的评价与

其环境行为呈正相关, 但现有研究显示影响的方向和机

制较为复杂。 曾婧婧等[21] 采用 2003—2012 年间中国 31
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当

地政府环保规制的数量和政府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与民众

的环境参与呈现负相关。 施生旭等[22] 基于 CGSS2013 数

据进一步区分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差

异, 发现公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与环保行为显

著正相关, 但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与环保行为显

著负相关, 且前者相关系数大于后者相关系数, 说明不

同层级政府的影响差异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5. 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
H6. 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
H7. 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呈正相关关系。
H8. 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呈正相关关系。
H9. 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
H10. 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呈正相关关系。
1. 3　 社会人口特征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

等社会人口特征会对环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在年龄方

面, 有国内研究[23] 显示, 高龄者反而会在私人环境领

域表现得更好, 中青年、 中年、 中老年都比青年人有更

好的表现。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多数研究承认受教育程

度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 如王

凤[23] 对陕西公众环境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 受教育程

度变量在个人与公共环保行为中均呈正相关关系。 在居

住地方面, 大部分研究表明,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环

境关注度更高, 如袁亚运[15] 使用 CGSS2013 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和社

会阶层差异, 城镇居民、 社会阶层较高居民环境行为明

显较多。 也有部分研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将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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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党员身份和婚姻状况等因素纳入考虑。
但现有研究关于性别和收入的作用尚存在争议。 在

性别方面, 大部分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环境行为表现更

好。 Hunter 等人[24] 通过分析 22 个国家居民的私人领域

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 发现很多国家的女性

都比男性更多地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特别是二手回收、
购买绿色产品等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我国学者也发现了

类似的结论, 如龚文娟[25] 通过对 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

于采取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 对此现象的解释一般

归于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化理论, 认为女性由于承担生

育功能而且被社会鼓励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 因此比男

性更关注环境问题, 从事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 但也有

研究表明[5] , 性别假设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环境行为领域,
如由于家庭分工不同, 男性可能更多地采取家庭资源回

收行为, 且由于传统上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

活动, 所以可能相比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环保事务。
在收入水平方面, 有观点认为高收入群体一般对环境

问题更敏感和关注, 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 如钟念

等[26]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年数据发现, 公众收入

水平与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但相反

的观点认为, 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生活环境状况较差, 因

此更可能关注环境问题, 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公众可能

因对环境问题感触不深而降低参与度。 孙中伟等[27] 利用

2014 年上海市黄浦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发现, 与非 “中
产” 阶层相比, “中产” 居民虽然对小区环境质量和政府

环保措施更加不满, 但更少表现出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

活行为, 也更不愿意参与低碳社区建设。 也有部分研究表

明[20] , 收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收入群体的环

境行为并不优于低收入群体。 因此经济因素对于公众环境

参与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体来看, 近年来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在

国内取得了明显进展, 但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现

有研究多分别考察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

为, 较少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

析; 二是基于国外经典理论对心理学因素的关注较多,
但对外部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 三是现有研究多将私人

领域环境行为作为单一的整体性指标, 难以对具体环境

行为的异质性进行对比, 可能因各类行为不同作用相互

抵消而造成整体结果不显著, 从而影响政策建议的准确

性。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结合心理学因素

和外部因素构建了公众的公私领域环境行为模型, 并比

较了各类因素的影响差异。

2　 研究设计和变量选取

2.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19 年 4 月开展的公民

生态环境行为网络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涉及性别、 年

龄、 受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特征和环境态度、 知识、 行

为等环境相关信息, 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

外的 31 个省区市, 回收有效问卷 13086 份。 其中, 城

镇样本占比为 84. 8%; 男性样本占比为 64. 7%; 26 ~ 59
岁年龄段人群占比为 83. 1%; 大专、 本科及以上人群占

比为 76. 1%。
本次调查在环境行为方面涵盖了 《公民生态环境行

为规范(试行)》 中的十类行为领域, 包括节约能源资

源、 绿色消费、 低碳出行、 垃圾分类等方面, 较为全面

地测量了公众在各类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 同时也

包含了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指标, 以了解公众通

过不同渠道监督参与环保的行为状况, 为进行公私领域

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对比提供了可能。
2. 2　 变量选取及测量

2. 2. 1　 因变量

由于公众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存在较

大差异, 本研究将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和 “公共领

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 作为主要因变量, 全面考察其影

响因素并比较影响因素的异同。 为得到私人领域环境行

为变量, 首先将公众在 10 个方面(见表 1)的环境行为

表现得分(1~ 5 分)经过同向化处理后进行加总平均, 并

为了方便与公众的监督参与行为变量进行对比, 根据平

均分是否在 4 分及以上处理为二分变量, 其中 4 分及以

上意味着公众整体上 “总是” 或 “经常” 践行各类环境

行为。 同时, 为了弥补多数研究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作

为单一整体变量进行研究、 无法比较不同类型行为差异

的问题, 本文选取 “随手关灯、 及时关闭电器电源” 等

节电行为和 “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 不买一次性用品

和过度包装商品” 等绿色消费行为作为私人领域具体环

境行为的因变量, 其中前者代表着减少生活成本的环境

行为, 而后者代表着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变量为二分变量, 来自

于受访者过去三年中是否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

行动的调查, 采取行动的渠道包括 “直接找企业协商”
“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污染问题” “向当地街道、
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 “通过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

污染问题” “向媒体反映情况, 引起舆论关注” “寻求

民间环保团体的帮助” 和 “把事情直接曝光到网上”。
同时,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使用不同监督渠道的比例差

异较大, 在过去三年中采取过监督行动的人群中, 使用

地方体制化渠道的比例最高, “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举

报” 占 37. 8%, “向当地街道、 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

况” 占 25. 5%; 其次是媒体渠道, 选择 “向媒体反映

情况, 引起舆论关注” 占 17. 9%。 因此选取 “是否通

过媒体渠道监督参与” 和 “是否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

监督参与” 作为公共领域具体监督参与行为的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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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相关变量测量

行为类型 行为领域 具体环境行为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关注生态环境 “您平时关注生态环境信息吗?”

节约能源资源
“您平时会注意随手关灯、 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吗?” “您认为您在外出就餐时适度
点餐或餐后打包方面做得怎么样?”

践行绿色消费

“您认为您在绿色消费(如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 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
品等)方面做得怎么样?”
“您购物时会自带购物袋吗?”
“您平时会改造利用、 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吗?”

选择低碳出行 “您平时以步行、 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要出行方式吗?”
分类投放垃圾 “您认为您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怎么样?”
减少污染产生 “您会在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吗?”
呵护自然生态 “您认为您在拒绝购买、 使用、 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方面做得怎么样?”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参与监督举报 “在过去的三年中, 您针对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哪些行动?”

2. 2. 2　 自变量

环境态度: 包括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和公众监

督参与行为重要性, 其中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变量

由受访者对十类环境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

程度打分(1 ~ 5 分), 再进行加总平均得到, 公众监督

参与行为重要性变量由受访者对六类环保监督参与行为

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程度打分( 1 ~ 5 分), 再

进行加总平均得到。
环境知识: 环境知识指公众对于环境问题、 环境科

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的一般性认知状况[28] , 在本研究中

由 4 道环保知识判断题回答正确数量进行测量, 题目涉

及 “公民十条发布情况” “露天烧烤会产生 PM2. 5 ” “雾

霾的产生与散煤燃烧是否有关” 和 “全国统一环保举

报热线电话是 12369”, 基于样本量考虑, 将回答 “不

知道” 的纳入错误选项。
环境状况感知: 由受访者对当地环境状况的评价得

出, 包含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 和 “认

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 两个题项。 环境状况

感知变量受到宏观的地方环境质量影响, 但又更为具体

地反映了公众对居住地周边环境的不同感受。 外在的地

方环境质量只有被公众内化为对环境质量的认知, 才会

进一步影响环境行为, 因此用公众的个体环境状况感知

变量替代宏观的地区环境质量变量。
政府环保工作: 考虑到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

突出影响, 在模型中纳入 “政府环保工作状况” 变量,
由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和 “对中央政

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两个题项进行测量, 赋值分别为

0~ 10 分。
2. 2. 3　 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 选取性别、 年龄、 居住地、 受教育

程度、 工作单位性质和家庭税后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综上所述,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描述见表 2。

表 2　 公众环境行为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1 = “总是” 或 “经常”, 0 = “几乎不” “ 很
少” 或 “有时” 13086 0. 2795 0. 449

节电行为
1 = “总是” 或 “经常”, 0 = “几乎不” “ 很
少” 或 “有时” 13086 0. 8903 0. 312

绿色消费行为
1 = “总是” 或 “经常”, 0 = “几乎不” “ 很
少” 或 “有时” 13086 0. 5433 0. 498

公众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1 =参加过, 0 =没有参加过 13086 0. 6343 0. 482
通过媒体渠道监督 1 =参加过, 0 =没有参加过 13086 0. 1829 0. 387

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 1 =参加过, 0 =没有参加过 13086 0. 4007 0. 490

控制
变量

性别 1 =男性, 0 =女性 13086 0. 6473 0. 478

年龄
1 = 25 岁及以下, 2 = 26~ 40 岁, 3 = 41 ~ 59 岁, 4
= 60 岁及以上

13070 2. 2677 0. 731

受教育程度 1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0 =其他 13086 0. 7613 0. 426
居住地类型 1 =城镇, 0 =农村 13086 0. 8482 0. 359

工作单位类型 1 =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 0 =其他 13086 0. 2583 0. 438
家庭收入水平 1 = 10 万元及以上, 0 =其他 13086 0. 4512 0.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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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环境
态度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
1~ 5 分依次代表 “不重要” “重要性较低” “重
要性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13086 4. 3401 0. 601

环保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
1~ 5 分依次代表 “不重要” “重要性较低” “重
要性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13086 3. 6236 0. 865

环境知识 环境知识答题正确数量 0~ 4 分 13086 0. 5908 0. 230

环境状
况感知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
有污染企业

1 = “有很多” 或 “有一些”, 0 = “ 没有” 或
“不清楚” 13086 0. 6055 0. 489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
对自身影响程度

1 = 几乎没影响, 2 = 影响较小, 3 = 影响一般,
4 =影响较大, 5 =影响非常大

12966 4. 1486 0. 830

政府环
保工作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
工作力度评价

0~ 10 分代表从 “非常弱” 到 “非常强” 13086 5. 6200 2. 528

对中央政府环保
工作力度评价

0~ 10 分代表从 “非常弱” 到 “非常强” 13086 6. 8600 2. 290

3　 实证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22 分析软件对公众私人领域环境

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

线性检验, 结果表明各模型的 VIF 值均大于 1 且小于 3,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公众环境行为相关变量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公众环境行为相关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模型一:
私人领域
总体行为

模型二:
节电行为

模型三:
绿色消
费行为

模型四:
监督参与
总体行为

模型五:
通过媒体
渠道监督

模型六:
通过地方体制
化渠道监督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性别
-0. 779∗∗∗
0. 459

-0. 137∗∗
0. 872

-0. 088∗∗
0. 915

0. 050
1. 051

0. 608∗∗∗
1. 837

0. 129∗∗∗
1. 137

年龄组(25 岁及以下)

26 ~ 40 岁
-0. 020
0. 981

-0. 055
0. 947

-0. 177∗∗∗
0. 837

0. 216∗∗∗
1. 241

0. 199∗∗
1. 221

0. 255∗∗∗
1. 290

41 ~ 59 岁
0. 533∗∗∗
1. 704

0. 329∗∗∗
1. 390

0. 220∗∗∗
1. 247

0. 459∗∗∗
1. 582

0. 270∗∗∗
1. 310

0. 441∗∗∗
1. 554

60 岁及以上
1. 372∗∗∗
3. 942

0. 786∗∗∗
2. 196

0. 865∗∗∗
2. 374

0. 539∗∗∗
1. 714

0. 118
1. 125

0. 648∗∗∗
1. 912

受教育程度
0. 308∗∗∗
1. 360

0. 242∗∗∗
1. 274

0. 362
1. 436

-0. 158∗∗∗
0. 854

0. 232∗∗∗
1. 261

0. 005
1. 005

居住地类型
0. 226∗∗∗
1. 254

-0. 042
0. 959

0. 011
1. 011

-0. 127∗∗
0. 881

0. 172∗∗
1. 187

-0. 081
0. 923

工作单位类型
-0. 021
0. 980

-0. 041
0. 960

0. 084∗
1. 088

0. 058
1. 060

-0. 059
0. 943

0. 198∗∗∗
1. 218

家庭收入水平
0. 004
1. 004

-0. 203∗∗∗
0. 816

0. 118∗∗∗
1. 126

0. 022
1. 022

0. 077
1. 080

0. 147∗∗∗
1. 159

环境态度
0. 234∗∗∗
1. 263

0. 092∗∗∗
1. 097

0. 117∗∗∗
1. 125

0. 325∗∗∗
1. 384

0. 291∗∗∗
1. 338

0. 290∗∗∗
1. 336

环境知识答题正确数量
0. 989∗∗∗
2. 688

0. 714∗∗∗
2. 043

0. 900∗∗∗
2. 458

1. 287∗∗∗
3. 624

1. 062∗∗∗
2. 892

1. 438∗∗∗
4. 213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
-0. 071
0. 932

-0. 022
0. 978

0. 095∗∗
1. 100

0. 025
1. 025

0. 322∗∗∗
1. 380

0. 358∗∗∗
1. 431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
对自身影响程度

0. 313∗∗∗
1. 368

0. 126∗∗∗
1. 134

0. 202∗∗∗
1. 223

0. 028
1. 028

0. 216∗∗∗
1. 241

0. 180∗∗∗
1.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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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影响因素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模型一:
私人领域
总体行为

模型二:
节电行为

模型三:
绿色消
费行为

模型四:
监督参与
总体行为

模型五:
通过媒体
渠道监督

模型六:
通过地方体制
化渠道监督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B 值
Exp(B)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0. 004
1. 004

-0. 050∗∗∗
0. 951

0. 018∗
1. 018

0. 007
1. 007

-0. 066∗∗∗
0. 936

-0. 018∗
0. 982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0. 095∗∗∗
1. 100

0. 129∗∗∗
1. 138

0. 065∗∗∗
1. 067

0. 065∗∗∗
1. 067

0. 042∗∗∗
1. 043

0. 072∗∗∗
1. 075

常量
-4. 542∗∗∗
0. 011

0. 240
1. 271

-2. 522∗∗∗
0. 080

-2. 079∗∗∗
0. 125

-5. 223∗∗∗
0. 005

-4. 125∗∗∗
0. 016

卡方 489. 669∗∗∗ 140. 285∗∗∗ 369. 456∗∗∗ 635. 018∗∗∗ 410. 611∗∗∗ 774. 736∗∗∗

　 　 注: ∗p<0. 1, ∗∗p<0. 05, ∗∗∗p<0. 01

3. 1　 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环境态度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 在

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公众认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对于保

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每提高一个等级, 其积极采取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 26%, 积极节电和

选购绿色产品的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 10%和 13%。 同

时, 公众认为公共监督参与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每提升一个等级, 其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

监督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 38%, 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

体制化渠道监督的概率均比原来提升 34%。 综上, 假设

1 和 2 得到了验证, 公众认为自身的环境行为越重要,
就越会积极主动地践行环境行为, 说明 “态度-行为”
框架仍对我国公众环境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
3. 2　 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回归结果显示, 环境知识水平与各领域环境行为均

呈正相关关系, 且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较

大。 四道环境知识判断题中, 公众每多答对一道题, 则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 2. 69
倍, “总是” 或 “经常” 节电和选购绿色产品的可能性

分别是原来的 2. 04 倍和 2. 46 倍, 采取过监督参与行为

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 3. 62 倍, 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

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的 2. 89 倍

和 4. 21 倍, 系数相对较大, 这可能与环境知识题目的

类型有关。 综上, 假设 3 和 4 得到验证, 环境知识对公

私领域环境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3. 3　 环境状况感知与环境行为

模型一显示, 环境状况感知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有

显著影响。 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公众认为当地环境问

题对自身影响的严重程度与其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节电

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呈正相关;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

影响每严重一个程度,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整体表现较好

的可能性比原来提升 37%, 积极节电的可能性比原来提

升 13%, 积极选购绿色商品和耐用品的可能性比原来提

升 22%。 但是,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存在污染企业对私

人领域环境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由模型三、 四、 五可知, 环境状况感知对总体环保

监督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但对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

制化渠道监督参与均呈正相关关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如果公众认为居住地周边存在污染企业, 则通

过媒体渠道进行环保监督的概率提升 38%, 通过地方体

制化渠道进行环保监督的概率提升 43%, 说明公众对居

住地周边污染源的感知对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比对私人

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显著性较高、 系数较

大)。 这可能是由于居住地附近污染源与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 公众如果感知到周边存在污染企业, 就会出于自

身环境权益考虑, 更迫切地监督企业环境污染行为, 同

时自家附近的污染源也更可能激发公众监督参与的责任

感。 同时, 公众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影响每严重一个程

度, 则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

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 24%和 20%。 这基本验证了假设 5
和 6 的 “环境污染驱动论”。
3. 4　 政府环保工作与环境行为

公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公

私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但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

作力度评价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 且对

节电行为、 绿色消费行为、 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

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均有一定正面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全

国环保工作力度的加强对公众环保行为有潜移默化的表

率作用, 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 从而积

极践行各类环保行为。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 7 和 8。
但是, 与假设 9 和 10 不符的是, 公众对所在地政

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公私领域总体环境行为均无显著

影响, 并且与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呈负

相关关系, 尤其是对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的负向影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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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与当地环境

质量关系更密切, 因此公众认为如果当地政府有能力保

护好环境, 就降低了监督参与的紧迫感, 即便要监督参

与, 也更倾向于选择地方体制化渠道而不是媒体渠道;
反之, 如果公众认为所在地政府环境管理工作不利, 那

么将更加迫切地使用自身的监督权。
3. 5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与环境行为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中,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

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第一, 性别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 女性

更积极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而男性更积极通过媒体

渠道和体制化监督参与环保。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男性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整体较好的概率仅为女

性的二分之一不到, 积极节电和选购绿色商品的概率也

仅为女性的 0. 87 倍和 0. 92 倍, 但男性通过媒体渠道和

体制化监督的概率是女性的 1. 84 倍和 1. 14 倍。
第二, 年龄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 且对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影响较大。 40 岁以上的中、 青年更

积极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60 岁及以上人群私人领

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概率是 25 岁及以下人群的近 4
倍, 节电和绿色消费行为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25 岁

以上人群在公共监督参与领域的表现均好于 25 岁及以

下青年群体, 60 岁及以上人群总体监督参与行为表现

相对最好, 但相比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增幅较小, 且根据

显著度和系数可知, 年龄对通过体制化监督的正向作用

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更大。
第三, 受教育程度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

同。 一方面, 高学历人群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比低学历

人群表现相对较好, 且更积极节电; 另一方面, 高学历

人群监督参与行为总体相对较少, 但更多地通过媒体渠

道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学历人群更善于使用媒体

资源表达自身诉求。 此外, 受教育程度对公众购买绿色

产品等绿色消费行为和通过体制化监督无显著影响。
第四, 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也存

在差异。 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

较好, 也更多地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环境污染问题, 但总

体上更少地从事环保监督活动。
此外, 工作单位类型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监

督参与行为无显著作用, 但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员工采

取体制化监督的概率显著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 家庭年

收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总体不显著相关, 但与节电行

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显著相关, 且方向相反。 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及以上的家庭

“总是” 或 “经常” 随手关灯、 及时关闭电器的概率是

收入较低家庭的 0. 82 倍, 但在购买绿色产品和耐用品

等绿色消费方面, “总是” 或 “经常” 做到的概率是收

入较低家庭的 1. 13 倍。 这意味着, 各类私人领域环境

行为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在研究收入水平和便利性等因

素时不能只考虑对总体环境水平的影响, 还要考虑对不

同类型行为的影响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课题组 2019 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

据, 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

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环境状况感知能够影响公私

领域环境行为, 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其中, 对周边污

染企业的感知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 感知到

周边存在污染企业, 则公众将更多地通过媒体渠道或地

方体制化渠道采取监督行动; 对当地环境问题影响严重

程度的感知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影响更大, 感知到的环

境问题影响越严重, 则私人领域总体和具体环境行为表

现越好, 通过媒体和体制化监督参与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总体无显著影响。 第二, 环境态

度和环境知识水平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

系, 公众认为自身环境行为的意义越重要, 环境知识水

平越高, 就越会积极主动地践行环境行为, 其中环境知

识水平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 第三, 公

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环境行为

的影响存在差异, 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

影响相对较大, 且呈正相关;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

度评价与公私领域整体环境行为不显著相关, 但与节能

节电、 采取媒体渠道监督和采取体制化监督行为均呈负

相关关系。 第四, 年龄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

关, 但性别、 受教育程度、 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

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其中, 女性更积极采取私人领域

环境行为, 但男性更积极通过媒体渠道和体制化监督参

与环保; 高学历人群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比低学历人群

表现相对较好, 且更积极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参与环保,
但总体监督参与行为相对较少; 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 也更多地通过媒体渠道监

督环境污染问题, 但总体上更少地从事环保监督活动。
工作单位类型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公私领域总体环境行为

无显著影响, 但对具体环境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其中,
家庭收入水平与降低生活成本的节电行为呈负相关, 但

与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绿色消费行为呈正相关, 说明应

进一步考虑收入对不同类型环境行为影响的变异性, 从

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公众环境行为表现。
不可避免, 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 如未能从更多

角度对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和环境知识等变量进行测量,
从而更为全面地反映变量的整体情况, 识别出不同类别

知识对行为的影响差异, 同时也未能进一步深入挖掘各

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 形成整合的分析框架。 故需要在

下一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方法,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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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同类别自变量的异质性, 将环境态度、 环境知识等

个人层面因素与宏观结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 并进一步

挖掘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从而加深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

的探索, 为更有效地促进公众生活方式绿色化和监督参

与环保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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